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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在新兴技术推动下呈现出“弥合与分裂并存”的新特征，其发展走向深刻影响人

类精神文明的未来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精神交往思想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既

揭示了物质交往对精神交往的决定性作用，也凸显了人作为交往主体的本质属性——精神交往既是人的

需求产物，又可能因异化而扭曲其形态。本文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核心，结合数字

化时代精神交往的积极特征与异化表现，剖析其在文化交流与交锋中的辩证性质，旨在阐明数字化时代

精神交往的本质，为构建合理的全球精神交往秩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适配现代形态提供理论镜鉴，最

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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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driven by emerging technologies, presents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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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of “coexistence of integration and division”,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profoundly influ-
ences the future form of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arxist philos-
ophy, the theory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is rooted in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not only reveals the decisive role of material communication in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human beings as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spiritual com-
munication is both a product of human needs and may be distorted due to alien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theory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in “The German Ideology” as the core, combines the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alienation manifestations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d analyzes its dialectical nature in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nfrontation. The aim is to clarify the 
essence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a 
reasonable global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order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piritual civ-
ilization construction, ultimately pointing to the value goal of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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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精神文明交往随着社会变迁的推进而不断深化，是一部承载人类文明演化的“晴雨表”，呈现

了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交往形态。这样的精神交往状态往往反映了与之相对应时代的物质交往、物

质基础与现实状况，而精神交往背后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也正是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相互影

响的产物。 
马克思所在时代的精神交往囿于时代物质基础所限，基于印刷媒介作出讨论，而在当下的数字化时

代，物质交往与交通媒介已步入四通八达的状态，精神交往呈现新的表征，其呈现出既“弥合”又“分

裂”的状态：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突破彰显了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在此基础上，人类逐渐迈向跨国

性的“世界交往”范式，超越地域、实体空间限制，由数字技术主导的“流动空间”[1]成为交往的新场

所，在网络等技术的加持下，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梦想似乎前所未有地趋向于实现；然而在这种

表面的“弥合”下，数字技术也逐步推动个体向原子化发展，在算法等机制的作用下，信息茧房、趣缘群

体的抱团也让数字空间中的攻讦、对立也越来越常见，数字时代下的精神交往，似乎也正不可避免地走

向分裂。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数字化时代下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交往又可从物质层面

与精神层面上理解，基于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交往的精神交往，除与社会交往状况相适应外，

还具有相互独立性，在此语境下讨论的精神交往发展趋势随时代发展有待深化。本文试图回答：数字化

时代呈现何种形态？与印刷媒介时代的精神交往有何不同？未来的精神交往将走向弥合还是分裂？ 

2. 物质、生产及人的本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精神交往 

作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内容，精神交往并没有系统化、理论化的阐释，但从马克思的诸多文本

中，仍可挖掘出关于精神交往的蕴涵与理论思想。作为首次系统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证、阐发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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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使用了“交往”概念，在文本中，“交往”作为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语境有

着不同的含义。结合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来看，交往可从物质生产过程、物质生产过程之外的

社会交往、共同体之间的交往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层含义是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如分工、协作等。这种交往是

生产活动的前提这种意义上的交往直接构成生产力。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生

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2]。这里的“交往”指代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联系，与生产阶段

物质条件相联系，受物质技术制约。 
第二层含义可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理解。这里的社会交往包括生产交往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延伸，

如交换、分配、消费，以及受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交往制约的其他的社会交往，如政治的、思想的、

文化的交往等[2]。这种交往不仅受物质生产过程制约，还具有相对独立性。 
第三层含义是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无论是氏族部落还是城邦庄园，抑或城市、国家，此类共同体的

交往既涵盖物质交换，又包括精神交流。作为交往的形式承载者，共同体是交流、交锋的媒介。人类社

会在早期是以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为单位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这时各个共同体之间事实上的普遍联系尚

未建立，统一的人类社会尚未形成，统一的世界历史还不存在[3]。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共同体之间

的交往从远古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以共同体为桥梁，通过共同体进行思想、文化互动性活动的精神交往

也随社会不同阶段的状况变化而变化。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交往”一词的含义大致可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理解。实际上，马克思对

于“交往观”的运用可以分为两类，一方面是作为物质生产的物质交往，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等社会

意识层面的精神交往，而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往往同时涉及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探究精神交往的来龙

去脉，必然需认识其背后隐藏的物质、实践动因以及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联系，以精神交往的主体——

人作为出发点。 

2.1. 基于物质交往的精神交往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精神交往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可理解为主体运用符号、语言等信

息媒介，在精神生活领域进行传递、交流的互动性活动，而主体的能动性与精神需求在此过程中得到满

足。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

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4]这
里揭示了精神交往背后的物质动因，作为主体在物质交往关系的观念上的反映，精神交往不可脱离物质

交往谈论。 
从物质生活需要出发，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需求的生存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这种生产(个人用于表现自己生命的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

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5]这表明

人之为人的生产活动必定是在一定的交往形式中进行的，即交往与生产的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人的本

质，生产交往活动是人根本的社会存在方式。 

2.2. 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关系 

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基础和根源，决定了精神交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

提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5]，这里的社会指人们在活动中的社会关系总和，而社会关系又汇

聚成为社会历史，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历史的总和，故社会中的人作为主体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

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精神交往的前提必然是建立在生产之上的物质交往，作为物质交往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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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思想、观念和意识等精神产品作为物质生产的副产物而源源不断地被个人及共同体进行精神交往。 
此外，精神交往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物质交往有着反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没

有直接说明精神交往的能动作用，但从诸多文本中仍可看到精神交往能动作用的论述。如“理论一经掌

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理论被群众掌握的过程，即精神交往的过程，此后，群众发挥其作用

的过程即精神交往的反作用，这里的精神交往不局限于个体与个体之间，扩展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

无形中扩大了精神交往的力量与作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下的交往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力的平行四

边形”来解释精神交往、社会状况和生产力三者的转化关系，作为力的一个方面，精神交往在与社会状

况、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向前发展。 

2.3. 精神交往的主体——人与共同体 

人作为精神交往的主体，在其本质上与精神交往的内涵有着内在联结。就其自然本质来看，人的本

质可划分为与动物相同的肉体需要以及区别于动物的精神需要、精神交往。从人的生产、交换、发展等

方面出发，这里的精神交往随着人对世界的不断认知而丰富，诞生“激情”“热情”，最终成为人“强烈

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6]，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随物质条件变化发展而发展。就其社会

本质来看，社会性与自然性构成了人的两种属性，没有人就没有社会，也没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没

有精神交往。此外，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人类活动的本能，精神交往能够丰富人的社会生活，重

新塑造着或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形态，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等精神交往，都直接

或间接地促进人的交往，“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7]。在这里，人作为精神交往的主体，

既体现了人的自然本质，又体现了人的社会本质。具体而言，人际层面的精神交往是个体间直接的思想

沟通与情感联结；群体层面是共同体内部成员的观念协调与意义共建；社会层面是不同群体通过制度、

文化形成的精神互动；国际层面则是国家或文明共同体间的精神产品传播与价值对话。 
共同体由人组成，同样作为精神交往的主体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这种共同体可以是历史上的公社、

氏族、部落、城邦，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自治城市，以及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等。这种交往从内

容上讲可以是物质的交换、人员的往来、精神文化的交流乃至暴力冲突等[2]。这里共同体的交往不仅涉

及共同体内部，还有其外部，纵向上随着历史变迁不断扩展共同体的范围，横向上随着同外部共同体的

交流，逐渐形成普遍联系的共同体。 

3. 时间、空间及新的媒介：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特征 

随着新兴媒介的出现，信息时代的交往逐渐显现出数字化特征，尼葛洛庞帝认为，“在数字化的世

界里，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互联网的使用者完全忘记了距离这回事。”[8]发展技术、手段的更新减轻

了人的交往成本，也拉近了人的交往距离。网络技术、虚拟技术重塑了人类的生活，人的物质交往与精

神交往的主体、范围、形式都趋于多样化。在碎片化的信息茧房中，人也同样面临着精神交往的异化与

技术伦理的一系列挑战。 
数字化时代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渗透在生产、交换等各个阶段，而数字化转型

涉及企业、政府、教育、医疗等领域，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

人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也被改变。 

3.1. 数字化时代精神交往的积极特征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得益于新兴技术的发展，呈现一定的积极特征。从交往主体来看，其本身更

加多样化且能动性与互动性趋于提升，从交往手段来看，形式、模式较从前趋于多样化、丰富化，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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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主体组成的共同体来看，其范围趋于扩大。 

3.1.1. 共同体范围趋于扩大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不断满足人们与时俱进的需求而发展，随着媒介环境的变换，交往主体与受

众均开始分化，趋于多元化。主体与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的日益分化，由主体组成的共同体在范围、数量、

交往程度上都有所拓展。 
在范围上，共同体的范围逐步扩大。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的时间、空间的限制被打破，

共同体从局限于地域限制、传播手段，扩展为横向上区域更广，纵向上时间更具持续性的组织形式。在

此基础上，基于更大规模主体组成的共同体进行互动性活动，由此产生更多的精神联结，且该精神联结

更具稳定性。从群体层面的兴趣社群到社会层面的公共领域，再到国际层面的跨国文化圈，共同体范围

的扩大推动了精神交往在不同层级的深度融合。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精神交往的相关产品得益

于持续保存，作为共同体的输出物能够体现共同体在数字化时代下的新特征。 
在数量上，由于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呈现个性化与自由化的特征，推动了主体根据个性化的选择

建立共同体，选择的多样化促进了共同体的多样化，数量上有所增多。 
在交往程度上，更具复杂化与多样化，得益于数字技术与文化的发展，精神交往的交往模式趋于多

样化，更具沉浸式的交往技术促进了精神交往的塑造。规模各异、纷繁复杂的传播形态使精神交往能够

持续更长时间，多样化的思想能够凭借丰富的媒介展现。 

3.1.2. 交往主体的现代形态走向全面发展 
数字化时代的交往主体在社会参与层面上的身份是社会成员，他们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自

我的全面发展。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精神交往主体出现了新型现代形态，这种交往形态将以人的全

面发展为特征，使社会成员个体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出自身的全部才能和力量[9]。 
在劳动分工上，数字化时代对其进行了“再造”，影响了人们的交往、生活方式的重构。在旧的劳动

分工中，人的创造力与活力被遏制，人仅作为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部件”，而在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下，

信息技术与现代传播媒介大幅发展，结构性的劳动分工被打破，人有更多选择余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

劳动解放，在开放的媒介空间中，人的精神交往更加自由也更加紧密。这种发展在人际层面体现为个体

表达的个性化与互动的深度化，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个体参与公共精神生活的广度与自主性提升。充分

的人际传播与全息性的对话模式促使了劳动的优化，也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化的意识也在互动性

的交流中得到解放。 
在交往时间上，精神交往的主体得以创造自我。在数字化时代，物质需求已得到充分满足，此时自

由时间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人能以自身能力和全面发展建立较为高级的精神链接。改变人类未来五大

科技的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网络接入技术和智能家电，就是以人的自身能力和个性全面

发展为目的的精神交往产物。 
在劳动性质上，数字化时代的新型交往使劳动变得自由自主，劳动性质发生根本改变，劳动不再是

为了谋生，而是以自由自主的创造为追求，同时，这也是基于人的发展的需求的改变。劳动性质的变化

体现了人类文明程度和知识水平高度发展，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智能 AI 等高科技产品的推动下，人的

精神产品取向精致化、科技化、智能化，这是人的自我本质力量和能力全面发展的体现。 

3.1.3. 交往主体趋于多样化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主体发展趋于多样化，且向着智能化发展。在数字化时代，一方面，越来越

多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智识型劳动力，以此推动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高度智能化的数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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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解放了体力劳动者的职能，人获得更大程度的解放。此时的精神交往在获得一定程度自由解放的基础

上体现出数字化时代的特征。马克思对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提出这样的结论：“它表明，社

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

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0]数字化时代社会应用的大量信息系统等交往科技，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的

日常生活。信息经济促使全球化的发展，精神交往正打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全球化

将各国联结成一个经济共同体，精神交往和精神产品都随着高层次和高水平的知识技能人才传播，提升

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 

3.1.4. 交往主体性能动性趋于提升 
从精神交往的原初形态出发，人的依赖关系占据统治地位，作为个体的人没有独立性，人只能依附

特定的共同体，人与人的社会交往、精神交往局限于相对狭窄的范围，“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

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10]。此时的精神

交往主体需要通过协作来确保最基本的生存，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促进精神活动、物质活动、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彼此分化分离，交往关系与世俗交往逐渐形成，大规模的精神交往伴随其中滋长壮

大，民族交往、世界交往等精神交往不断加深，打破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从而人作为交往主体的能动

性在此过程中随之提升，走向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此处“物”主要指资本或具体形式的商品，物的依

赖形态打破了原有社会形态封闭固化的依赖交往关系，打破了精神交往的特权体系。在个体成为商品生

产者和交换者后，人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与平等，摆脱了对直接共同体的隶属和依附。 

3.2.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的异化特征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虽然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交往主体与交往手段各方面都趋于智能化、多样

化，但无可避免地“交往异化”仍给人类带来一场交往形态革命性的变化。 

3.2.1. 受支配控制的精神交往 
交往的物的依赖逐渐表现出人在交往中对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社会交往的客体化，一场交往形

态革命性的变化，导致了马克思所讲的“交往异化”的产生。实际上，数字化时代的交往仍基于商品经

济条件，此条件下的精神交往的“平等、自由、独立”，实则掩饰着更广泛的交往统治。货币作为物质财

富和劳动的标志、衡量社会地位等社会属性的标准，“看不见的手”将精神生产和交往纳入普通商品范

围中，精神产品和交往行为成为一种消费现象。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分工的多样化和精细化，促

进人运用身体的局部功能重复同样的动作，导致分工的极端化，从而把人限定在狭小的领域内，使人成

为单向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人处处感受到对个体精神的制约。人际层面表现为个体被算法推荐裹挟

的交往被动性，社会层面则体现为数字资本对公共精神空间的垄断与操控。除此之外，数字化时代精神

交往中的虚拟交往，由于缺乏实践性，人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其主体性，沉溺于虚拟世界，这样的交往方

式给人带来禁锢。 

3.2.2. 碎片化的交往消解整体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呈现碎片化的特征，新兴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交往方式被改变，出

现虚拟社交等交往方式，人们的精神交往也出现仿真性、虚拟性等特征。“在信息化网络空间中，每一

个交往者不是单纯的主体或客体，即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而是具有交互式主体及关系在网络社会关

系之中。”[11]现代化信息传递与网络社交打破地域局限的同时，也让精神交往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基于

信息化社会的网络精神交往发生在任意时间、地点，信息量庞杂、数据量巨大，碎片化的信息消解精神

产品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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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弥合、分裂及走向极化：数字化时代精神交往的交流与交锋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呈现多形态、复杂化的特征，在数字技术的背景下，精神交往既是弥合的，

又是分裂的。精神交流与精神交锋是精神交往的体现，一方面，数字化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

渠道，使得人们可以更广泛地交流和分享观点、意见和情感。通过社交媒体、论坛、博客等，人们可以与

他人进行辩论、交流和争论，从而促进了思想的碰撞和交流。这种交锋可以激发创新思维、拓宽视野，

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也容易引发冲突和分裂。由于信息的广泛传播

和多样化的观点，人们在网络上往往会遇到不同意见和立场的人，从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和交锋。这种交

锋可能会导致言辞激烈、情绪激动，甚至演变成恶意攻击和仇恨言论，对社会和个人造成负面影响。 

4.1. 数字化时代的交流 

在当代，无论是互联网，还是 VR、AR 等计算机模拟场景技术，种种先进的数字技术使得相隔甚远

的人也可以进行“近在咫尺”的交流。传播技术不断追求的可交流性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不

断拉近交流的距离。通过技术的不断发展，思想将随着信息瞬息传达，交流各方平等地在场，而观念能

通过信息的传递最终达成一致，从而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在人与人的交流中，利用社交媒

体，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连接和对话；在人机交流中，算法也在不断地创造完美的人机交流的幻象，

仿佛用户的情绪、偏好、习惯、思想都能被智能系统完全“理解”。从该角度来看，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

往正趋于弥合，这里的“弥合”指通过数字化技术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隔阂，促进交流和联系的能

力。具体来说，其弥合性体现在时空跨越、跨界交流、多样化的交流方式等方面，从弥合性的具体阐述

来说，可从以下性质探讨。 
第一，实时性和即时性。以社交媒体为例，社交媒体平台的实时更新机制使得用户能够即刻分享和

获取信息，从而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通过社交媒体，个体能够瞬间表达观点、分享新闻，形成实时

的舆论场。此外，即时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加强了实时性的概念，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进行即时的一对一或多对多的对话。总体而言，数字化时代的交流更加强调信息的即时传递和实时反

馈，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社交互动的方式。 
第二，情感表达多样化。数字时代，技术演进带来了媒介形态与社交方式的变迁，文字、图片、音视

频等多形态信息完善着人们的互联网社交体验，随后出现的“emoji 符号”、图文表情包、GIF 动图等视

觉化符号也极大地丰富了网络交流形式，满足着现代人的社交需求。而如今，在信息传播充满结构狂欢

的后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不再简单停留于各种信息的传递，人们对趣味性、互动性、社交

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出现了将各种文字、图片、视频与社会事件或流行热点相结合的新型交流形式，

以此生成的网络流行语、梗图、表情包、趣味短视频等借助互联网的连通性及本身的趣味性迅速传播开

来。互联网交流方式不仅促进了现代人尤其是年轻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表达，也重构着互联网的数字

文化形态。 
第三，社交虚拟化。数字化时代之下，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虚拟互动。虚拟互动现实互动不同的

是，虚拟交流倾向于创造一种接近感，一种“远程在场”，其体现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交流、在虚

拟环境中模拟社交体验、于在线社区论坛互动，通过数字化技术和虚拟平台实现社交交流和互动的过程。 

4.2. 数字化时代的交锋 

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是指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碰撞和融合。随着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交流方式、文化传播途径发生了巨大变革，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

流和交锋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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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表现为全球化的文化流动，即数字化技术使得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便

捷和快速，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平台轻松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内容，这种全球化的文

化流动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促进了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第二，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也带来了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数字化时

代更加凸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的观念、价值观和习俗相互交织，产生了文化冲突和对立。

这种文化交锋既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文化认同和文化保护的挑战。 
最后，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也催生了文化的融合和创新。数字化技术为文化的创造、传播和表达

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工具，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和创新，新的文化形式和艺术表

达涌现出来。同时，数字化技术也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在数字化

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既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创新的推动力量。它既带来

了文化的流动和融合，也带来了文化的冲突和挑战。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体现了精神交往的分裂性，

精神交往交锋主体在思想上不同观点的碰撞，给交锋带来一定的分裂性，思想文化常分为多条支流，即

交锋的结果。 
以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例，精神交往的交锋走向分裂，体现在不同的人或群体对于某些核心价值观念

的不同看法和信仰，这种对立通常会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分歧和冲突。例如，在现代社会中，

左翼和右翼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常见的对立。左翼通常强调平等、社会正义、环保等价值观，而右翼则更

注重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安全等价值观。在当今世界的精神交往中，美国的两党制政治、中国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都是交锋的表现。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了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

态，两党在选举、政策制定等方面常常产生分歧和冲突。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在经

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呈现交锋状态。 

4.3. 反思当下的精神交往——弥合、分裂及走向极化？ 

数字化时代给人们带来了更加便捷和广泛的精神交往方式，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既有弥合和联结的作用，也有分裂和极化的趋势。 
从弥合、联结方面来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化平台为人类提供了更加便捷和广泛的交往方式，

交往主体可以通过这些平台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共同体进行交流和互动，不仅有助

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也有助于理解、尊重不同的文化思想。 
从分裂、极化来看，一方面，数字化平台上的信息过载和信息泛滥现象导致主体越来越难以获取真

实的信息和知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难以得到保证，从而加剧不同文化和思想之间的分裂和对立。

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方便的社交和交流方式，但这种便利也容易导致人们陷入信

息的“过滤泡沫”，只关注和接受和自己观点相同的信息和观点，从而加剧了不同文化和思想之间的极

化。 
然而，在弥合、分裂二元对立的表象之下，更应察觉到二者殊途同归的根源与本质。不可否认，对

精神交往的讨论无法抛弃对物质交往的考察，更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纳入其对交往异化这一话题的讨

论。马克思认为，交往本应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对货币与商品等外在的“物”的

崇拜，令交往的本质被“物化”了，交往着关心的不再是“我与你”，而是物的交换价值与升值空间，进

而导致“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同它自身的关系”[12]。数字化时代下，物对人的控制变得更加隐秘与精准，

数字资本以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影响着数字交往的形式。隐秘在于数字资本的无感性：数字空间中的点赞、

评论、收藏看似是数字交往的正常过程，然而对“数据”的过度强调在无形间将用户异化为“数字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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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了数字交往手段的本意。精准在于数字资本的无处不在：算法看似更方便地将内容推送到志同道合

的人面前，然而久而久之，不再吸收新信息将导致异质群体交往的阻断甚至隔离。由此，数字技术成为

了新时代的“物”，在推动群体弥合与分裂的过程中，其本质上导致了数字交往的异化。因此，超越二元

对立，察觉到数字化时代精神交往背后的数字资本的控制性，或许是回归马克思所期盼的人与人之间真

实交往方式的应有之道。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与马克思所在印刷时代的精神交往在交往主体、交往范围、交往手段等方面

均有所拓展，在此基础下，精神交往既走向弥合，也走向分裂，且两者相互应和，在不同时间阶段占据

不同的主要位置。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更加普及、便捷和多元化。面对新兴技术

带来的挑战，精神交往如何正向发展？如何在全新的环境中调适形态？重新思考数字化时代精神交往的

走向，要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推进符合时代变化发展的精神产品，促进世界精神交往传播秩序合理构

建；同时，敏锐地在数字技术的控制下保持思考力，在扬弃异化的数字交往形式的同时，走向真正的“共

同体”式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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